一个思品老师眼中的中华文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读《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》有感   

邱月

几周前，第一次全市的思品课教学研讨就以《灿烂的中华文化》为题展开了同课异构，并展示了一节精品课。其实，在我自己教初三时，和大部分老师一样，觉得这节课在中考中并不重要，没有多少考点，所以基本略过。但这节展示课一开始，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：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？扪心自问，我们一边让学生勾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的特点，另一边却也解释不清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。这节课王老师从哲学家的角度、存在主义的角度等多个方面阐释了文化的意义，但是很多学生和观课的老师都还是懵的，王老师又从生活中各个细节去给学生直观地感受文化。最后，让学生分组从“博大”“精神”“源远”“流长”四个特点去寻找中华文化的脉络。观课后，我觉得原来自己传达给学生的“文化”态度是如此的消极和浅薄。直到我看了《中华文化的四十七堂课》，我发现，其实哪怕是这节精品课也仍然没有触碰到文化的内核。

在《中华文化的四十七堂课》之前，我拜读过余秋雨先生的《文化苦旅》和《行者无疆》，当时深深被先生的实践精神和文化深度所折服。 我想在先生走过世界各大文明的足迹后，在他对每一种文明都有所研究并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后，这沉淀下来的四十七堂课必定是先生思想的精髓。而且从北大到太大，这些学生的水平也都不容小觑。他们的学术精神促使他们不盲从、不偏听，他们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出精华，经过自己的思辨与秋雨先生进行平等地对话和探讨，碰撞出智慧的火花，既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，也给秋雨先生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。

在这四十七堂课中，有两堂课让我印象深刻。第一堂课是“童年的歌声”，第二堂课是“君子的修身与治国”。在看这本书前，学生在学习历史时曾和我探讨过两个问题：一是为什么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得到了延续；二是慈禧太后在战败时签署南京条约算不算卖国的行为。在余秋雨先生的这两堂课中，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印证。

余秋雨先生说中华文化得以延续从宏观角度来看，是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启示我们不应该就这样灭亡。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，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，在奄奄一息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。他精神一振，想起自己生命的本源，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。他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，中华文化得以存活下来。这也让我想到现在社会上对于汉服的极度推崇和对《二十四孝》的极度抵制。在传承中华文化的态度上，年轻人和中年人似乎处在了两个极端。年轻人无论什么活动，穿着汉服出现总能引起一阵膜拜，认为是弘扬了中华文化，这种态度就促使年轻人更加疯狂地在网络上、媒体上“逼使”所有人恢复穿汉服。但其实，汉服是中华文化最鼎盛时期的一个代表，不过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，已经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逐渐发展变化成现在的各种服装，强迫所有人恢复当年的穿着，到底是对文化的执着还是对文化的误读呢？而中年人一直在炮轰《二十四孝》是毒药，毒害了年轻人，不应该在国学经典中普及《二十四孝》。从我思品教学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是不必要的。且不论《二十四孝》，任何一种文本或者一种文化都允许多角度的思考和解读。没有人说学习了《二十四孝》就一定要模仿其中的做法。在教学过程中，我引用《二十四孝》的故事来讲述孝道。发现学生很能辨证看待其中的故事，他们懂得分辨其中做得对和不对的地方。所以我觉得完全禁止学习《二十四孝》是一种鲁莽的行为。要真正传承中华文化，还是要像余秋雨先生所说：经常去听听童年的声音。关于在历史关头的历史选择问题，余秋雨先生说，“历史不可假设”和“创建历史学”都是值得尊重的。签订条约是当时各种因素的集合条件下产生的，我们无力改变，无法明白当时究竟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。但是我们对于各种原因的猜测可以帮助分析当时的国情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现在。

最后，虽然余秋雨先生一再强调研究文化不能太过于关注它的实用利益。但我觉得既然从古贯今的研究，从中到外的对比，那么必然是要对现在的文化发展有所启示才好。在“君子的修身与治国”一课中，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精神依托。在繁乱的世界诱惑中，我感受到了精神的支持和皈依——做一个君子。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，一辈子修身的目标都应以君子之道共勉。而对于社会的发展，我觉得现在有太多的极端主义，“离佛一尺即为魔”，让佛失去了自由。应该倡导“中庸之道”，“离魔一尺即是佛”，世界无比广阔，一切人都能走向光明。

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，是儒家的灵魂所在，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。

